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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大工程项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具有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战略意义。但因其高度的不确

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项目质量绩效水平常常难以达到预期。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项目治理角度出

发，深入剖析合同治理、关系治理对重大工程项目质量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虑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在

其中的中介作用。文章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提出假设并构建理论模型。

在此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并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方法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基于重大工程项目情境，合同治理能显著抑制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促进项目质量绩效

提升；关系治理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呈显著“U型”关系，与项目质量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承

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与项目质量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在合同治理、关系治理与项目质量绩效的关系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合同治理是保障项目质量水平的重要机制，揭示了关系治理的“双刃剑”

效应，并强调对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关注和抑制，为重大工程项目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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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gaprojects are a vital driver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rrying profound eco-
nomic, social,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However, due to their high levels of uncertainty and com-
plexity, the quality performance of these projects often fails to meet expectation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paper adopts a project governance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con-
tractual governance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on the quality performance of megaprojects, while 
consider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tracto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Grounded i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hypotheses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Subsequently,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ana-
lyzed using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in the context of megaprojects, contractual governance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con-
tracto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nd enhance project quality performance.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ntracto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nd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project quality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contracto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is significantly neg-
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ject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
tionships among contractual governance,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project quality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ontractual governance is a crucial mechanism for ensuring project 
quality. It reveals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emphasizes the im-
portance of monitoring and mitigating contracto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providing valuable 
guidance for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mega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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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重大工程项目关系国计民生，在交通运输、能源开发、水利工程等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重大工程项目质

量绩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营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获得感、满足感

和安全感，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与一般的工程项目相比，重大工程项目具有

更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益相关方众多，项目管理难度极大，工期延误、

成本超支和质量问题频发，质量绩效往往难以达到预期[2] [3]。因此，基于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和工程质

量绩效低下的现状，亟需展开对重大工程项目质量绩效提升的深入探索。 
项目治理是公认的项目成功交付的关键要素，在重大工程项目复杂情境下，能够有效解决项目管理

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制度层面的问题[3]。作为对工程项目所有参与方的重要协调和控制手段，项目治理主

要包括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机制[4]，在工程管理实践中，二者同时存在，相互补充、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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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治理明确了项目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保障项目实施的正式制度规范；关系治理则通过协调项

目参与各方之间的关系与活动，确保合作顺利进行，体现为价值观、行为准则等一系列隐性规范[5]。目

前，我国针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治理能力依然不足，主要表现为治理机制不兼容、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的施

工质量低下等，严重阻碍了项目质量绩效的提升[6]。此外，业内对于重大工程项目情境下治理机制与质

量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多建立治理机制与项目绩效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缺乏对影响路径的

系统分析，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对项目质量绩效的影响机制仍处于“黑匣子”阶段。同时，现有研究大

多强调关系治理对于项目质量绩效的简单线性关系，但是工程实践表明，关系治理所依赖的社会资本存

在一些不合理甚至不合规的要素，过度强调关系治理可能导致与预期目标相悖的结果，甚至可能引发负

面效应，因此还需要关注关系治理与项目质量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重大工程项目具体情境，展开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对重大工程项目质量绩效的

影响机制研究，同时剖析相关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旨在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为重大工程项目治理实

践提供指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项目治理的概念最早由 Turner 提出，被定义为项目主要利益相关者通过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

来决定交易的一种制度框架[7] [8]，其理论基础涵盖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等。学

术界普遍将项目治理机制划分为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二者共同影响项目参与各方的行为，是项目成功

的关键要素。 

2.1.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构成和治理机制选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重大工程项

目交易行为的关键理论依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交易的三个特征，

也是造成各交易存在成本差异的关键，而与这三个特征相匹配的治理机制则可以保证最低的交易成本[9]。
重大工程项目其实就是相关参建组织之间的交易，导致交易成本的典型因素，如机会主义、不确定性和

复杂性，也都是重大工程项目的固有特征[10]。因此，重大工程项目的治理模式设计和治理机制选择都应

围绕交易成本最小化展开。 
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偶然因素，即交易本身的特征，包括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 
2) 行为因素，即交易双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 
3) 交易发生时所处的制度背景，包括法律体系、社会文化等[10] [11]。 
其中，对交易各方行为因素的考量需重点关注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在众多交易中都是不可避免

的，它被定义为“不完全或扭曲的信息披露，特别是通过蓄意误导、扭曲、伪装或以其他方式混淆的”

[9]。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通常追求效用最大化，以满足个人需求为最终目标。因此，

围绕各种交易而展开的经济活动中，机会主义行为经常出现。在建设工程领域，机会主义行为通常指的

是承包商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而选择牺牲业主或其他相关方利益的行为[12]，常见的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

有合谋行为、寻租、敲竹杠等[13]。 

2.1.2.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探讨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来

解决代理问题[14]。代理方一般掌握着委托方所不知晓的信息，委托方能够获取的信息有限，处于不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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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委托方和代理方又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或组织，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代理方易利用其信息优势采取使己方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偏离委托方的利益目标，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

为，并导致代理问题。在重大工程项目中，业主作为委托方，将项目相关建设任务委托给承包商(代理方)。
由于承包商在专业知识、项目实施情况掌握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业主难以全面监督承包商的行为，因此

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这种信息不对称扩大了承包商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不

利于项目质量绩效的提升。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合同治理是解决上述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合同治理也叫契约治理，是基于正

式文件(如合同条款、法律协议等)来约束交易各方行为的治理机制[4]。重大工程项目合同治理强调发包

方通过最优的合同设计来激励和约束承包商，从而实现项目所有者(业主)与项目主要参与人整体利益的

最大化。 

2.1.3.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围绕多个个体之间自愿的交易或资源置换行为展开，重点关注

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强调交易各方的相互帮助和互利共赢。该理论认为，个体间的交换和

合作行为都是出于期望获得回报的动机，个体会根据交易对象的行为表现和利益反馈来决定是否继续合

作[15]。 
社会交换理论在重大工程项目治理实践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关系治理中。重大工程项目由众多异质性

组织构建的特征，以及项目的临时性和一次性特性，要求项目各参与方保持友好的关系以保证有效合作，

从而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因此，重大工程项目中这种以各参与方非正式关系为重点的关系治理也被视

为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关系治理通过信任、互惠、协商和信息共享等隐性规范来协调交易各方关系，工

程项目各参与方通过资源、信息或技术的交换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2.2. 研究假设 

2.2.1. 合同治理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假设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合同治理通过明确约定合作规则，减少交易摩擦，从而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压

缩机会主义行为空间。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看，在众多工程项目中，业主与承包商之间设计并制定

一组相对完善的合同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业主在合同治理的基础上对作为代理人的承包

商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从而抑制其机会主义倾向。工程实践进一步证明，完善的合同条款能够明确交

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同时合同中明确的质量标准、验收程序和违

约惩罚条款，会使承包商清楚知晓违规的后果，对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威慑，从而抑制其机会主

义行为[16]。基于此，提出假设： 
H1a：重大工程项目合同治理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合同治理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有助于

提升项目质量绩效。明确的合同条款可以规范项目流程，使项目参与方清楚了解自己的职责和目标，提

高项目执行效率。合同中的激励条款可以促使承包商加大对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的投入，为实现项目目

标而努力，进而提高项目质量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H1b：重大工程项目合同治理与项目质量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2.2.2. 关系治理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假设 
尽管合同治理在项目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起草合同的双方无法预见

所有可能的条件，特别是对于独特的一次性的项目而言。因此，一个工程项目的合同通常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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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赖于合同治理是不够的[17]。关系治理作为一种与合同治理相对应的治理机制，能够与合同治理形

成互补效应，促进项目参与各方的履约行为，并能够在冲突、矛盾情况下缓和合同强制执行的作用[18]。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在重大工程项目合作初期，关系治理中的信任、协商等因素也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

增强各方之间的合作意愿，有效抑制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19]。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过高关系

治理水平的潜在风险提出了质疑。首先，关系治理所依赖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等要素)在当下法制

建设和制度文明背景下可能存在不合理甚至不合规的成分。特别是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和重大工

程项目的政府投资属性下，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与政治治理的等级结构相互嵌套，导致私人权益与公共权

力交织，可能加剧腐败和不平等现象，扩大机会主义行为空间。工程实践表明，当关系治理水平过高时，

可能会出现负面效应，例如过度的信任会导致监督机制失效，为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可乘之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关系治理强调互惠原则，当一方以某种形式帮助另一方并提出请求时，会导致交易

双方产生债务关系，并迫使受惠方做出道德妥协，这种情况为承包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20] 
[21]。因此本文认为关系治理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呈现“U 型”关系——在关

系治理初期，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会随着关系治理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抑制；但是，当关系治理水平超过

某一阈值时，关系治理的加强反而会助长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 
H2a：重大工程项目关系治理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存在“U 型”关系。 
在关系治理与项目质量绩效方面，适度的关系治理能够促进项目质量绩效提升。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信任、互惠等关系规范能够增强各方合作意愿，提高项目的协同效率，进而提升项目质量绩效。在合作

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建立良好关系，能够有效提升各方的满意度，同时促使项目质量绩效各项指标达

到更高水平[22]。但当关系治理超过一定阈值后，由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增加以及资源大量向关系维

护方面倾斜，会导致项目质量绩效下降。当过度强调关系治理时，承包商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与业

主等其他利益相关方保持互惠关系，可能会导致他们对质量管理的投资不足，降低他们提升项目质量的

意愿；同时，互惠原则也会被滥用，承包商可能会利用关系网络谋取私利，而偏离项目整体目标，项目

质量水平得不到保证，项目质量绩效水平降低。因此本文认为关系治理与项目质量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

关系，即呈现“倒 U 型”关系——在关系治理初期，项目质量绩效会随着关系治理水平的加强而提升；

但是关系治理功能的发挥存在一个阈值，当关系治理水平超过该阈值时，关系治理水平的加强反而会降

低项目质量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H2b：重大工程项目关系治理与项目质量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2.2.3. 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及其中介作用假设 
大量工程案例表明，工程项目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引发工程安全及质量事故，严重阻碍了项目价值

的实现，不利于建设工程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机会主义行为是以诡计谋取私利的不当

行为，是导致交易成本的主要原因，更是阻碍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23]。相较于一般工程项目，重大工程

项目中的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更为严重，承包商为追求私利，可能采取偷工减料、隐瞒信息、利用合同

漏洞谋取私利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项目交易成本，导致项目质量绩效下降。基于此，提出假设： 
H3：重大工程项目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与项目质量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 
工程项目是独立的、一次性的，项目组织也是临时性的，而承包商作为该临时性组织中的一员，其

行为也会受到组织中的契约安排、关系规范等项目治理要素的影响。严格的合同条款和有效的监控可以

威慑并遏制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进而提升项目治理绩效。同时关系治理的信任、互惠等关

键要素，也被证明并不是直接作用于项目绩效，而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而间接影响项目绩效[24]。关

系治理对质量绩效产生预期的积极影响的基础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也会通过鼓励承包商机会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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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降低项目质量绩效[25]。基于此，提出假设： 
H4a：重大工程项目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在合同治理和项目质量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重大工程项目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在关系治理和项目质量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量表设计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衡量，主要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并结合中国重大工程项目的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合同治理、关系治理和正式制度环境。基于 Quanji 等[26]、梁永宽等[27]的研究，

本文从合同强制性、合同完备性和合同柔性三个维度对合同治理水平进行衡量，共设置 9 个题项。合同

强制性体现合同对双方履行义务要求的严格性，如规定违约方会受到严厉制裁等，代表题项为“合同规

定违约方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和经济惩罚”；合同完备性关注对未来不确定情况的考虑程度，涵盖对

各方权利义务、项目细节的详细规定，代表题项为“合同详细规定了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包含非常

详细的专用条款”；合同柔性则通过对索赔、争端解决、变更及不可抗力应对等程序的规定来衡量，代

表题项为“合同清晰规定了关于索赔和争端的解决程序”。 
基于 Lu 等[17]、严兴全等[28]的研究，本文从信任、互惠、协商和信息共享四个维度对关系治理水

平进行衡量，共 12 个题项。信任指对交易伙伴履行承诺、胜任工作等方面的信任程度，代表题项为“相

信交易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能信守承诺”；互惠指交易双方在合作中相互支持、考虑对方利益，强调合作

伙伴之间资源或社会资本的平等交换，代表题项为“如果合作伙伴先前帮助过我们，我们也会给予他们

回报”；协商关注合作过程中双方的交流商讨情况，体现在项目沟通渠道、反馈机制和周例会制度等方

面，代表题项为“在做出决定之前，积极倾听交易伙伴的想法”；信息共享则衡量项目信息在各参与方

之间的交流和公开程度，代表题项为“项目的所有信息对业主和承包商都是公开的”。 
2) 中间变量 
基于 Wang 等[4]、Luo [29]的研究，本文确定了衡量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的 4 个题项，代表题项为

“承包商有时候会利用合同的漏洞来推诿或规避责任”。 
3) 因变量 
基于 Pavez 等[30]、代广松等[31]的研究，本文从相关方满意度、项目可靠性与实用性两个方面入手

确定衡量重大工程项目质量绩效的 4 个题项，代表题项为“项目建设与实施过程中未产生消极影响”“项

目相关方对项目实施过程及其结果表示满意”。 

3.2. 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研究基于上述量表设计问卷，采用 5 级 Likert 量表对各核心变量进行测量，以提高样本数据的区

分效度。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可能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采取规范问题描述、限定答卷对象等

多种措施减少应答偏差。问卷发放对象为参与过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实务的管理人员，包括业主方、承包

方、监理方等第三方单位的中高层管理者，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有效性。 
在问卷发放前，本研究采用预调研方法对问卷进行前测，通过小样本测试来检验问卷设计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预调研区域选取北京和上海等地区，以建设领域从事项目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为重点访问对

象。共发放问卷 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5 份，回收率为 81%。通过对预调研数据的分析，对问卷进行了

优化调整，最终确定正式调研的问卷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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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调研采用多源数据收集方法，包括实地走访、电话深度访谈和电子问卷发放等。共发放问卷 286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4 份，回收率达 99.3%。经过筛选，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率超过 15%的问卷[32]，并排

除项目投资规模未达到 10 亿元门槛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4%。样本基本

描述见表 1。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测量题项 条目 数量 占比 

工程行业工作经验 

<5 年 15 6.41% 

5~10 年 43 18.38% 

10~15 年 78 33.33% 

15~20 年 64 27.35% 

≥20年 34 14.53% 

工作单位 

项目投资方 37 15.81% 

项目建设方(业主及业主代理人) 71 30.34% 

项目一级承包商(与项目业主直接签订合同) 110 47.01% 

项目分包商(与一级承包商签订合同) 15 6.41% 

其他 1 0.43% 

工作岗位 

项目经理、副经理 33 14.10% 

项目部门经理、副经理 43 18.38% 

技术负责人 49 20.94% 

项目工程师 64 27.35% 

项目监理 19 8.12% 

其他 26 11.11% 

项目类型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2 43.59% 

建筑工程项目 86 36.75% 

能源工程项目 31 13.25% 

医疗卫生工程项目 15 6.41% 

其他 0 0.00% 

项目实施周期 

2 年及以下 30 12.82% 

2~6 年 169 72.22% 

6 年以上 35 14.96% 

项目投资规模 

10~30 亿(不含 30 亿) 46 19.66% 

30~50 亿(不含 50 亿) 80 34.19% 

50~70 亿(不含 70 亿) 65 27.78% 

70 亿以上 43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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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PLS-SEM 由测量模型和结

构模型组成，能够同时处理形成型和反应型变量，在构建二阶模型、处理小样本模型、探索性研究以及

评估非线性效应等方面具有优势，适合本研究复杂变量关系的分析。本研究利用 SPSS Statistics 27.0 软件

进行数据预处理和基础统计分析后，结合 SmartPLS 4.0 软件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进行检验，深入探究

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验证理论模型的适配度和假设关系的显著性。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测量模型检验 

本文模型涉及的变量包括“合同强制性”“合同完备性”“合同柔性”三个一阶反应型变量以及由其

构成的二阶形成型变量“合同治理”；“信任”“互惠”“协商”“信息共享”四个一阶反应型变量以及

由其构成的二阶形成型变量“关系治理”；一阶反应型变量“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一阶形成型变量

“项目质量绩效”。 
1) 反应型测量模型检验 
在 PLS-SEM 中，需要对反应型变量的信效度进行评估检验。本文研究模型中，除项目质量绩效外的

所有一阶变量均为反应型变量，信效度分析结果见表 2 和表 3。 
 

Table 2.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indicators of reflective variables 
表 2. 反应型变量信度、聚合效度指标值 

变 量 题项 Factors loading Cronbach’s α CR AVE 

合同完备性 CP 

CP1 0.919 

0.904 0.905 0.839 CP2 0.931 

CP3 0.897 

合同强制性 EN 

EN1 0.930 

0.915 0.915 0.854 EN2 0.924 

EN3 0.919 

合同柔性 FX 

FX1 0.934 

0.913 0.913 0.851 FX2 0.924 

FX3 0.910 

信任 TR 

TR1 0.857 

0.826 0.829 0.742 TR2 0.895 

TR3 0.831 

互惠 RE 

RE1 0.893 

0.854 0.855 0.774 RE2 0.893 

RE3 0.853 

协商 NE 

NE1 0.836 

0.815 0.816 0.73 NE2 0.876 

NE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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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息共享 IS 

IS1 0.872 

0.853 0.855 0.773 IS2 0.905 

IS3 0.860 

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 OP 

OP1 0.952 

0.958 0.958 0.888 
OP2 0.932 

OP3 0.932 

OP4 0.954 
 

Table 3. Discriminant validity indicators of reflective variables 
表 3. 反应型变量区分效度指标值 

 CP EN FX IS NE OP RE TR 

合同完备性 CP 0.916        

合同强制性 EN 0.870 0.924       

合同柔性 FX 0.889 0.890 0.923      

信息共享 IS −0.054 −0.109 −0.128 0.879     

协商 NE −0.022 −0.01 −0.085 0.827 0.855    
承包商机会主义

行为 OP −0.703 −0.696 −0.717 0.201 0.159 0.942   

互惠 RE −0.011 −0.022 −0.101 0.827 0.843 0.158 0.88  

信任 TR −0.009 −0.002 −0.08 0.828 0.849 0.116 0.823 0.861 

 
所有一阶反应型变量的 Cronbach’s α、CR 值均超过 0.7 的标准，表明各变量具有可靠的信度。其次，

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超过 0.7 且无交叉载荷，表明各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反映程度较好，均予以保

留。此外，各变量的 AVE 值均超过 0.5，说明聚合效度符合要求。区分效度则是根据 Fornell 提供的检验

标准进行评估，所有反应型变量的 AVE 平方根(对角线上的数值)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非对角线上的数值)，区分效度也满足要求。 
2) 形成型测量模型检验 
形成型变量假设观测指标共同构成了潜在变量，观测指标是潜在变量的原因而非结果，指标之间不

一定存在高度相关性，具有无偏测量的特点[33]。因此，传统信效度检验方法不适用于形成型变量，本研

究采纳 Hair 的观点，重点检测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并评估指标的相关性[34]，分析结果见表 4。重大工程

项目质量绩效所有题项的 VIF 值(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 5，说明各题项间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题项载荷均大于 0.5 且权重显著，表明观测指标间的相关性也符合要求。 
 

Table 4. Multicollinearity and correlation tests 
表 4. 多重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变量 题项 Loadings Weights VIF 

重大工程项目质量绩效 QP 

QP1 0.931 0.334 3.938 

QP2 0.891 0.272 2.877 

QP3 0.929 0.338 3.693 

QP4 0.897 0.147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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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构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由于一阶变量对二阶变量的方差解释量接近 100% (R2 值接近 1)，其他变量对二阶内生变量的解释能

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可能导致路径系数的估计出现偏差，进而影响显著性结果的准确性，会导致路

径系数不显著的错误估计[35]。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结构模型分析中采用了两阶段法(Two-Stage Ap-
proach, TSA)，并通过 Bootstrapping 法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设置为 0.95 置信水平上抽样 5000 次。 

4.2.1. 拟合优度与预测能力评估 
Basco 指出，当结构模型中存在非线性效应时，还应基于模型选择标准对非线性模型与更为简单的线

性模型进行比较[36]。BIC (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是一种用于模型比较和选择

的评估指标，可以选择在拟合优度和模型复杂度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的模型，BIC 值越小，模型越优。本

研究中非线性模型中内生潜变量的 R2 值均更高，且 BIC 值均更小，表明相较于简单的线性模型，含非线

性效应的模型平衡了模型的复杂性，且拟合度更优，故保留含非线性效应的模型并进行评估分析。 
根据 Hair 等人概述的结构模型评估流程，首先要检查结构模型共线性问题[34]。本研究的结构模型

中所有影响路径 VIF 值均低于更为保守的阈值 3，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再对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分析，

内生潜变量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和项目质量绩效的 R2 值分别为 0.775 和 0.837，均大于阈值 0.67，模型具

有较高的解释能力；Q2 值均大于 0，分别为 0.726 和 0.750，模型的预测能力满足要求。 
整体结构模型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tructural model analysis results 
图 1. 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4.2.2. 路径系数显著性与相关性 
本研究结构模型路径检验结果见表 5，所有假设均得到验证。具体分析如下： 
 

Table 5. Path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表 5. 结构模型路径检验 

假设 Path coefficient S.E. T statistics p values 

合同治理→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 −0.617 0.038 16.377 0.000 

合同治理→项目质量绩效 0.230 0.058 3.986 0.000 

关系治理→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 0.286 0.054 5.34 0.000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4087


孙继德，王佳乐 
 

 

DOI: 10.12677/mm.2025.154087 70 现代管理 
 

续表 

关系治理→项目质量绩效 −0.054 0.035 1.559 0.119 

QE (关系治理)→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 0.262 0.035 7.449 0.000 

QE (关系治理)→项目质量绩效 −0.066 0.026 2.523 0.012 

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项目质量绩效 −0.684 0.065 10.461 0.000 

合同治理→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项目质量绩效 0.422 0.05 8.476 0.000 

关系治理→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项目质量绩效 −0.196 0.042 4.709 0.000 

QE (关系治理)→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项目质量绩效 −0.179 −0.031 5.791 0.000 

 
1) 直接线性效应检验 
本研究中，合同治理对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路径系数 = −0.617，p < 0.001)；合

同治理对项目质量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路径系数 = 0.230，p < 0.001)，H1a、H1b 成立；承包商机会

主义行为与项目质量绩效显著负相关(路径系数 = −0.684，p < 0.001)，H3 成立。 
2) 直接非线性效应检验 
关系治理对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影响路径中，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路径系数 = 0.286，p < 0.001)

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路径系数 = 0.262，p < 0.001)，表明关系治理和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

的“U 型”关系。关系治理对于项目质量绩效的影响路径中，一次项系数虽然不是显著为负(路径系数 = 
−0.091，p > 0.1)，但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路径系数 = −0.094，p < 0.001)，仍表明关系治理和项目质量绩

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 
为了说明非线性关系，本文从分析中推导出非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并根据相关指标的尺度水平(1 到

5，值越高表示关系治理水平越高、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越严重、项目质量绩效水平越高)，利用 Python
绘制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图形，具体结果见图 2、图 3。 

 

 
Figure 2. “U-shaped”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relational governance on con-
tracto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图 2. 关系治理–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U 型”关系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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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relational governance on 
project quality performance 
图 3. 关系治理–项目质量绩效“倒 U 型”关系效应图 

 
PLS-SEM 中对于非线性效应的检验还需要评估非线性关系的相关性。f2 效应量一般用于评估某个变

量(交互项或二次项)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本研究中，关系治理平方项对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和项目质

量绩效的 f2 效应量分别为 0.285、0.030，均大于最小阈值 0.02，满足要求。 
综上，关系治理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呈显著的“U 型”关系，与项目质量绩效呈显著的倒“U 型”

关系，假设 H2a、H2b 成立。 
3) 中介效应检验 
分析结果显示，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在合同治理对项目质量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路径系数

= 0.368)，也在关系治理对项目质量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次项路径系数 = −0.162，二次项路

径系数 = −0.149)。 
Preacher & Hayes 指出在小样本和非正态数据情况下，检验间接效应时 BCB-CI (纠偏后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比传统 p 值方法更能准确地反映统计显著性[37]。本研究对合同治理、关系治理、关系治理平

方项纠偏后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进行评估，所有区间均未包含 0，进一步证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的中

介效应是显著的，H4a、H4b 成立。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包含非线性关系的 PLS-SEM 模型，深入探讨了合同治理、关系治理、承包商机会主

义行为与项目质量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合同治理显著抑制了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促进

了项目质量绩效提升。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合同治理是确保项目成功的重要机制，通过明确的合同条款、

严格的履约机制和合理的监督手段，可以有效规范项目参与方的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从

而抑制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项目质量绩效。 
而关系治理与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和项目质量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U 型”和“倒 U 型”关系。在

关系治理的初期，适度的信任、互惠和信息共享等关系规范能够有效减少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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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质量绩效。然而，当关系治理水平过高时，过度的关系嵌入可能导致监督机制失效、道德妥协等问

题，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进而对项目质量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发现揭示了关系治理的“双

刃剑”效应，提醒项目决策者和管理者需把握适度原则，避免因过度强调关系治理而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在合同治理、关系治理与项目质量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表明，项目治理

机制对项目质量绩效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响承包商机会主义行为来实现的。工程实践中，除了优化治理

机制外，更要关注和规范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 
本研究整合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模型并剖析了变量间的复杂关系，

填补了重大工程项目治理理论中对相关潜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研究的不足，为项目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提供了新视角和研究范式，也为项目治理实践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和切入点。尽管研究取得了一些有意

义的发现，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中国的重大工程项目，研究结论在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其次，研究采用了横截面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数据，进一步

探讨项目治理机制在不同项目阶段的变化及其对项目质量绩效的动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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